
在中国西北苍茫的毛乌素沙地和滔滔东

流的黄河之间，宁夏水洞沟遗址坐落于此。

约 4 万年前，一群从北方迁徙至此的狩

猎采集人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书写水洞

沟地区的古史。其后，陆续有先民到此生产

和生活，续写史前文化篇章。至 5000 年前，

新石器时代人群仍在这里打石制陶，传递文

明的薪火……

1474 年，自横城至盐池的长城落成，它

成为明代长城的一部分。1697 年，清朝康熙

皇帝御驾亲征准格尔部，循长城南侧古道穿

水洞沟而过，留下历史的印记。

1923年，两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在水洞沟发

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中华大地在远古就有

人类生存繁衍，其后学者不断到此发掘和研究。

如今这处古遗址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为

考古学和地质学的科考基地和人才培养的田

野学校、中小学研学的露天课堂。它也是我

国唯一一处以史前遗址为核心的国家 5A 级

景区，是游客体验文化遗产保护的旅游之地。

持续的考古不断深化遗址的
文物价值

水洞沟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是国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

产地。该遗址由若干地点组成，散布在黄河

的 支 流 边 沟 河 两 岸 ，埋 藏 着 距 今 4 万 年 至

5000 年前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不同生存活

动所留下的遗物与遗迹，勾画出一幅幅旧石

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先民在此迁徙交

流、生息劳作、薪火相传的历史画卷。

第 1地点最早被发现和发掘。法国学者桑

志华、德日进根据这里出土的石制品和动物化

石于 1925年在国际学术界率先发文，宣布遥远

的东方存在旧石器时代先民留下的文化遗存；

这里出土的石器文化处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

期的莫斯特文化向晚期的奥瑞纳文化发展的

中间环节，当时发生过东西方人群的远距离迁

徙。其后该地点又被发掘出更多的遗物和遗

迹，表明 4 万年前带有特定技术的人群到此生

产生活过，其重要性愈发突出。这里出土的规

范、长薄的石叶制品被认作早期现代人的文化

标识，在欧亚大陆西部和西伯利亚广泛分布，

在东亚却是凤毛麟角，有学者据此支持现代东

亚人群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非洲诞生并自

西向东迁徙的早期现代人的后代的论断。

但第 2 地点给出了不同答案。这里出现

距今 3 万年前后的多个文化层位和丰富多彩

的文化遗存，将古人类的生存行为演绎得更

加绘声绘色。该地点的石制品显示出与第 1
地点不同风格，回归在华北延续了百万年的

小石片文化传统，但一些石器加工得规整、精

细，说明技术与文化在发展和跃变。该地点

还出土少许精致的磨制骨器和逾百枚用鸵鸟

蛋皮制作的经磨圆、穿孔、染色的串珠，表明

当时这里生活着一群爱美的“水洞沟人”。精

致的石器、磨制骨器、装饰品、艺术创作表明

这里本土的古人群也已演化进入现代人的行

列。该地点还保留密集分布的火塘，表明当

时的人们已经形成聚落社群。从石器上提取

的使用痕迹和残留物表明，当时的先民已在

对特定的动植物资源做深度开发利用。

2017 年，在第 12 地点展开的考古获得了

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地点出土

1.1万年前的丰富文化遗存，包括技艺精湛的细

石叶制品，精美的磨制骨针，骨梭形器，骨柄石

刀，石磨盘与石磨棒，精巧的磨制小圆石饼

等。梭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先民已会织网，

以此捕捉飞鸟和快速奔跑的羚羊、野兔，遗址

出土的这些动物的碎骨是当时人类的厨余

物。石磨盘与石磨棒在后期的农业遗址中常

见，表明农业的雏形在这里出现。尤为重要的

是，经过对遗址大量碎石的多学科分析，发现

这里的先民已经在使用石煮法，即将石头烧

热，放到水中使水沸腾，把浸在水中的食物煮

熟。对这些遗存的考古发掘和信息解读，显示

这里正在实现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

渡、狩猎采集生计向农业经济的转型，数百万

年迁徙游动的栖居模式向定居转变。

这些重要的人类历史过程节点和证据，

都埋藏在水洞沟遗址漫漫的黄沙和层叠的褐

土下，通过持续的考古不断被发现。

保护、科研、科普、旅游可以
互益共赢

旧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旷野土遗址的

可视性和观赏性较差，对社会大众的旅游吸

引力不强。虽然该遗址在考古界早已闻名遐

迩，但很长时间这里只是人迹罕至的荒漠和

残垣断壁。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大众

能看得懂、感兴趣，让游客在这里既能得到文

化的熏陶，也能获得休闲娱乐的快乐？

在考古专家建议下，水洞沟遗址博物馆

首先建立起来。水洞沟的管理者到国内外的

相关博物馆考察、取经，形成了自己的思路，

并与鲁美艺术学院、沈阳工学院的博物馆设

计人员和文物考古专家一起反复研讨、推敲，

最终形成了博物馆建筑与展陈设计方案。

在 2011 年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水洞沟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对外开放。遗址

博物馆通过图片和雕塑系统地展示了水洞沟

遗址发现、发掘和研究的历史，用实物、图片

和立体场景复原等手段再现了 4 万年至 5000
年 间 先 民 在 这 里 狩 猎 采 集 、生 存 繁 衍 的 情

境。博物馆内最具创意和吸引力的展示单元

是沉浸式远古生活体验区。该体验区将声、

光、电、幻影成像、动漫、地震平台对接等高科

技手段和实景、古环境艺术再现等方式，让游

客置身史前环境中，近距离观赏先民制作工

具、狩猎采集、载歌载舞的一幕幕片段，身临

其境体验狂风骤雨、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难

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他们在遗址附近设立古人类生活体验区，

为观众表演先民工具制作和资源获取的技艺，

让游者亲身体验制作石器、拉弓射猎、钻木取

火烤熟肉食，让游客体验远古生存。教育部门

推出中小学研学游项目以来，这里的仿古体验

活动成了孩子们的最爱，他们在模拟发掘现场

学习精耕细作的考古发掘流程，了解科学家撰

写人类史书背后的故事，领悟到人类演化到现

代这一征程的坎坷和卓绝。

在遗址保护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并

颁布实施了《水洞沟遗址保护规划》，使遗址

的保护、管理、利用和发掘、研究有章可循；妥

善处理了在遗址区开展基础建设与遗产保护

之间的矛盾；将遗址区内的土长城加以修缮，

使水洞沟遗址和明长城这两处国保单位交相

辉映。政府部门与企业在准确理解和掌握政

策法规的基础上，明确了相关方的责权利，明

确了旅游资源开发不可触碰遗址本体、不可

损毁文物、不可破坏遗址环境、不改变遗址管

理权限的原则。

在学术方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遗

址做持续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发现新的地点

和文化层位，不断拓展遗址的文化内涵。并以

此作为田野学校，展开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

的系统培训，将最新的野外发掘和信息获取技

术及理念运用于考古实践，一批批具有国际视

野和前沿意识的青年人才不断从这里走出。

学者们围绕该遗址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

著，提出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创新性的观点

和论述，还举办过数次国际、国内行业学术会

议，推动和深化了有关史前人类迁徙、技术发

展、生存模式等问题的研究和交流，提升了我

国相关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围绕该遗址的考古和学术成果所进行的公

共传播，使该遗址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在社会

上产生了广泛影响。2018年，第二届旧石器时代

文化节在这里成功举办，通过面向公众的科普讲

座、石器制作与使用模拟演示、古人类生产生活

场景艺术再现、小小讲解员大赛等形式，普及旧

石器时代人类技术、文化和生活知识，诠释人类起

源与演化的历程和伟业，传递珍视和弘扬人类历

史的精髓、保护和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的理念。

水洞沟遗址的实践模式可概括为：政府

部门、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互动，各自发

挥优势和专长，遗产保护和利用并重，学术与

科普互促，最终实现保护、科研、科普、旅游互

益共赢。这种保护实践模式，对其他史前旧

石器时代的大遗址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研究员）

图①：水洞沟遗址博物馆仿古体验活动。

图②：水洞沟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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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石器时代的泥河湾遗

址群到周口店遗址，从红山文

化的牛河梁遗址到 2019 年成

为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从石

峁遗址、陶寺遗址到二里头遗

址，从 2006 年成为世界文化遗

产的殷墟到横空出世的三星堆

遗址，还有长城、丝绸之路、大

运河、万里茶路等线性遗产所

经过的众多遗址……这些类型

不同、时空不同、价值多元的历

史遗存都可被称为“大遗址”，

它们是人类历史在中华大地遗

存的最醒目的文明，如何保护

与利用，表面是技术问题，实质

是文化观的问题。

1997 年，由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

通知》中首次使用了“大型古文

化遗址”的提法。自 2005 年开

始，国家文物局相继公布了“十

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大遗

址保护专项规划，并建立了国

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每五年

编制专项规划时，项目库曾有

所调整，但总体保持了稳定性

和延续性。以 150 处各时期的

大遗址为支撑，已经累计评定

公布 36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和 67 处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

位，其中 11 处大遗址已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大遗址”概念

得到普遍认可，成为文物保护

利用的重中之重，在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

力等方面，作用日益彰显。

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情况复

杂、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大遗

址还存在考古研究滞后、价值

提炼不足、利用策略偏差、展示

体系欠缺，甚至盲目建设、过度

开发等问题。今年 8 月，国家

文物局印发了《大遗址利用导

则（试行）》，总结多年的实践经

验，对大遗址保护利用具有引

领意义。

做好大遗址利用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引领文物保护与

传承。在利用过程中，始终要强调落实管理责任、确保文物

安全。《导则》特别明确了直接责任主体应承担的责任，规定

了出现文物安全、人员安全和威胁大遗址价值、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等方面的禁止性要求，避免重利用、轻管理、轻保

护。目前的大遗址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明确管理主体和

管理责任尤其重要。《导则》提出，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大遗

址利用的“直接责任主体”，明确“直接责任主体”及其职责

作为大遗址利用的前提性要求，并鼓励各地研究和建立多

部门协调机制、文物补偿机制、激励办法和保障措施。

《导则》第一次明确地把大遗址利用分为“价值利用”和

“相容使用”两类，并强调主要应以价值利用方式为主。所谓

大遗址价值利用是指基于文物本体、文物环境、出土文物，以

及价值内涵和相关信息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而相容使用

是指依托文物所在区域的土地、生态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

一些大遗址处于城市中心，应充分考虑城镇发展需求，

承担城镇公共绿地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通过考古遗址公

园、遗址博物馆、城市公园绿地、步道以及特定环境景观、建

筑或设施等，促进大遗址融入当代生活，成为特色公共文化

空间。鼓励以大遗址为核心整合周边环境资源，结合城市

更新、旧城改造、文化形象提升等，围绕大遗址价值内涵开

展规划与设计，发展遗产旅游和创意产品研发等，形成区域

带动的增长点，促进城镇历史文脉传承。

一些还在进行考古的大遗址，应以现状保护为主，做好

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环境改善等基础性工作，辅以小规模

陈列馆或适当的文物本体展示。在交通可达性好、周边资

源丰富、地方发展水平较高、财政保障条件较好时，可建设

遗址博物馆、考古工作站等设施，作为大遗址考古、科研、保

护和展示工作平台。

并非所有的大遗址都可以利用。也就是说，大遗址首

先要做好保护，做到文物保存现状良好，无重大安全隐患，

保障人员安全和文物安全。其次要有明确的大遗址保护利

用的专门管理机构，权责清晰，能够切实履行对保护利用的

监管职责。必须先期公布文物保护规划，或者文物保护区

划和管理规定已公布执行，保护、展示有规可循。最重要的

是，考古研究工作具有一定基础，并已编制中长期考古研究

工作计划。

对于大遗址依然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建设项目应按

照文物保护规划科学选址，避让文物密集分布区域，严格控

制建设规模，不得影响文物本体安全、文物价值和景观环

境。景观绿化和环境整治项目应突出历史氛围和地域文化

特色，避免大规模人工造景。

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

社会认同，其自身价值意义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大遗

址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只有将大遗址的

价值载体与意义积极融入当代生活，不断丰富内容、提升品

质、服务民生，才能促进文物事业走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永

续保护利用之路。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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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科学信息、历史
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其自身价值意
义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大遗址利用
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互动，各自发挥优
势和专长，遗产保护和利用并重，学术与科普互促，最终实
现保护、科研、科普、旅游互益共赢。水洞沟遗址这种保护
实践模式，对其他史前旧石器时代的大遗址具有借鉴意义

9 月 24 日，“考古中国”2020 重大项目集

中讨论了河北康保兴隆遗址、浙江余姚井头

山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

遗址、陕西石峁文化及寨山石城遗址等 5 项

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新发现。

这两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重大新发

现 不 断 ，从 各 个 方 面 颠 覆 着 我 们 过 去 的 认

知 。 河 北 康 保 兴 隆 遗 址 年 代 距 今 8500—

5200 年，四个时期的遗存堆积复杂，第一至

三期遗存及周边其他同类遗址代表了一种新

的考古学文化，具有填补坝上地区史前考古

空白的价值。排列有序的房址，长期沿用，反

复扩建，结合室内葬的发现，为全面探讨聚落

组织，信仰习俗等创造了条件。遗址中发现

的丰富动植物遗存，为探讨此特殊环境地带

农业的发生及当时生业结构，为复原当时的

环境均提供了可能。浮选发现的距今 7700
年左右的炭化黍（图③），是目前有直接测年

数据的最早炭化黍实例之一，是中国北方地

区粟黍驯化和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证据。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年代距今 8300—

7800 年，是中国沿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

的海岸贝丘遗址，也将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

提前了上千年。考古发现食物储藏坑、露天

烧火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出土丰富的

海生贝壳、渔猎动物骨骸和陶器、木器、编织

物等，显示出浓厚的海洋文化特征，是中国海

洋文化考古和海洋环境研究的重大突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工作已经持续

40 年，近期考古重点确认了宫城内最大的宫

殿建筑，面积近 8000 平方米，是迄今发现史

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上部发现

2 座宫殿及其附属建筑、庭院和疑似廊庑遗

迹，整体布局规整、结构复杂，丰富了陶寺都

邑的性质与内涵，对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

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历时 6 年，

确认了谭家岭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区、谭家

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等重

要遗址区。出土大量玉器等文物（图④），初

步勾勒出距今 5900—3800 年间石家河遗址群

聚落演变过程，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

宏观结构与组织分层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进

一步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生

产专业化与社会分层化的总体趋势。

石峁遗址周边石城聚落调查取得新进

展，新发现龙山时代石城 20 余座，遍及榆林

地区黄甫川、佳芦河等黄河一级支流流域，面

积从数千平方米到 400 万平方米不等，规模

差异明显，其中府谷寨山石城约 60 万平方

米，属于石峁文化的二级聚落。发现 21 座石

峁文化墓葬，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

等级区分明显，弥补了石峁遗址墓地被严重

盗掘的缺憾，填补了石峁文化研究的空白。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一直重点关注中国

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

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

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考古项目，以持续、系

统的考古工作，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

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考古中国”聚焦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发现
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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